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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传播”在中国语境下的知识生产与谱系考察
———基于米歇尔·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演化视角

吕清远　 高丽华

摘　 要:“公共传播”是我国传播学者援引西方传播思想所做出的学术创新,它立足于

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传播实践,回应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时代

命题。 文章基于米歇尔·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演化视角,运用知识考古学与谱系学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对“公共传播”在我国语境下的知识生产、话语形塑、权力谱系与现实规训进

行了系统考察。 “公共传播”的学术思想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自由主义模式下的欧洲,它的

知识构型是以“市民社会”为制度假设的传播生态,以“公共领域”为场域范畴的传播空间,
以“交往理性”为内在逻辑的传播观念和以“自由协商”为价值追求的传播意旨。 受制于我

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与阶层化的社会结构,“公共传播” 从欧洲援引到我

国,它的话语体系在我国的传播实践中出现了秩序断裂,知识构型也在我国的话语更迭中

发生了范式转换。 “公共传播”的知识生产对我国的现实社会产生了多元维度的“规训” ,
推动我国的社会治理不断走向协同化、生活世界不断走向独立化和媒介素养不断走向批

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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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公共传播”作为一种话语症候,日益走进我国传播学者的学术视野。 我国传播学者在

援引西方传播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将“公共传播”发展为一种“多元主体参与、平等自由协商、价值理

性规范与交往共识达成”的传播形态。 相较于其他传播理论,“公共传播”主要是围绕传播的公共性

问题展开的,它将“公共领域”作为自身的传播场域,将“交往理性”作为自身的传播观念,并将“主体

间性”视为自身的传播愿景,为我们解决传播的公共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有力的思想范型。 笔者通过

对中文数据库进行爬梳,发现“公共传播” 在我国社会的理论化建构大致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

段,分别是以信息服务为基础的学术萌芽期( 1994—2004 年) 、以公共领域为构型的理论探索期

(2005—2012 年)和以社会治理为导向的范式创新期(2013 年至今) 。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在论

及“公共传播”的时候,并没有对“公共传播”做出过多内涵与外延上的阐释,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面向

社会公众的信息传播方式,主要包括“公共广播电台” “公共演讲”与“公共修辞”等。 那么,“公共传

播”为何没有在西方世界继续发展,而唯独在我国传播学界“独树一帜”呢? 究其原因,这与我国创

新社会治理方式的现实语境、媒介化社会到来的研究范式转型与构建具有我国特质的传播学科话语

体系等有着紧密的关联。 诚然,我国传播学者在对“公共传播”进行知识生产时,其思想渊源又可以

追溯到 18 世纪自由主义模式下的欧洲。 那么,我们该如何追问“公共传播”的思想滥觞呢? 我国传

播学者在援引西方传播思想的过程中,又对“公共传播”做了哪些学术创新和范式转换呢? 我国传播

学界生产的“公共传播”话语知识又会对当下的传播实践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福柯认为,知识不是永



久性的认知,而是一个或一系列事件,背后潜藏着言说主体的本能、冲动、欲望、利益、意志等内容[1] 。
基于此,“公共传播”作为一种话语构型,它的知识生产不仅是西方传播思想在我国社会的“创新扩

散” ,更是我国传播学者基于现实语境做出的积极回应。 福柯把一切话语知识与言说对象置于历史

的原初经验空间中,考察它们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权力更迭与话语流变,为我们探索和审视“公共传

播”在我国语境下的知识构型与权力谱系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论参照。 本次研究基于米歇尔·福柯权

力-话语理论的演化视角,遵从“权力关系-话语体系-知识构型-对象规训”的研究路径,对“公共传

播”的知识生产、话语实践、权力谱系与现实影响进行了系统考察,以期揭示“公共传播”发展与社会

系统运行之间的紧密关联,并进一步审视“公共传播”实践带来的传播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话语溯源:“公共传播”在西方世界的知识考古与话语形塑

福柯把话语作为追溯事件或现象的线索,并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考察不同事物之间的包容、分
配与隶属关系,发现事物在不同话语体系中的多元价值,进而揭示知识对象的形塑机制与历史沿

革[2] 。 “公共传播”虽然是我国传播学者基于现实社会语境所做出的“知识生产” ,但是它的话语体

系并非“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而是深受 18 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模式下传播思想的影响。 福柯在

《词与物》中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认知构型和思想框架,它是人们得以进行知识生产的

“秩序空间” ,也是先于一切经验潜藏在人们心智中的“思想范型” [3] 。 18 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模式下

的传播思想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它的话语形塑与认识范型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结,而这也

内在地决定了“公共传播”的知识构型。 我们只有重新回溯到 18 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模式下传播思想

的“断裂带”中,深刻洞察“公共传播”话语体系的形塑路径和历史脉络,才能更加深刻地把握“公共

传播”本身的精神实质和知识构型,进而更好地将“公共传播”思想应用到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传播实践中。
(一)以“市民社会”为制度假设的传播生态

话语始终是历史的,它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系统与秩序空间中。 “公共传播”不仅是公开的信息传

播形态,更是表征社会权力结构与关系网络的象征体系,与社会系统的运行有着深刻的联系和互动。
显然,离开了制度前提来谈论“公共传播” ,无疑会将“公共传播”置于一个真空的领域中,极易走向

内在本质主义的逻辑谬误。 “公共传播”的话语体系溯源于 18 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模式下的传播思

想,而这些传播思想赖以勃兴的传播生态正是以市民社会为轴心的制度假设。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
里士多德就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出了古典的“市民社会”理论,认为人类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动物,公
民只有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4] 。 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成为近

代社会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神权的思想滥觞,激发了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探索近

代“市民社会”的理论热情,最终在 18 世纪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学说体系。 “市民社会”的制度假设

将“社会契约论”作为它的“底层架构” ,认为社会先于政府而存在,市民可以通过定期聚会和自由讨

论的方式管理有关公共利益的社会事务,进而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之间获得一种张力和平衡。 查尔斯·
泰勒在《吁求市民社会》中进一步将“市民社会”引入到现代国家,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自治的社团

网络,它独立于国家之外,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将市民联合起来,并通过自身行动对公共政策产生影

响[5] 。 概言之,“市民社会”的理论发展奠定了“公共传播”的民主制度土壤,也孕育了“公共传播”思

想的内在发展逻辑。 可见,“市民社会”的制度假设在为社会领域赋予政治权力的同时,也为“公共

传播”赋予了极大的社会力量,让“公共传播”成为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与达成多元共识的“舆论场” 。
然而,基于社会契约论的“市民社会” 假说在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却犹如“昙花一现” ,它孕育了

“公共传播”学说的发展脉络,同时又限制了“公共传播”思想的社会想象,最终被定格在 18 世纪自

由主义模式下的思想“断裂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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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公共领域”为场域范畴的传播空间

话语属于规则范畴,自身拥有一套限制话语应用的排斥机制和秩序边界[6] 。 论及“公共传播” ,
学者们纷纷将话语源头追溯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把 18 世纪自由主义模式下的资产阶级公共

领域作为“公共传播”的参照范型。 可见,“公共传播”中的“公共”一词,并非指称一个空间概念,而
是隶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它从谱系上界定了“公共传播”的话语边界和知识构型。 汉娜·阿伦特是

较早论述“公共领域”的思想家,她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汲取了朴素的学术思想,把“公共领域”看

成是人类最本质的存在方式,认为人们只有进入公共领域这个共同的空间,通过积极参与政治行动

和管理公共事务才能获得生命的永恒与意义[7] 。 汉娜·阿伦特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对立起来,赋
予了公共领域极大的权力和自由,并把它视为人类实现自身价值与创造历史文明的“必由之路” ,为
后人探索“公共领域”的传播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继承了汉

娜·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并赋予“公共领域”现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将其发展成为 18 世纪欧洲自由

主义模式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范型。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产生于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

市民社会,自身处于国家公共权力与市民私人领域之间的紧张地带,是资产阶级进行理性交往和达

成共识的张力场[8] 。 显然,发端于公共领域的“公共传播”最初是为资产阶级市民群体服务的,它不

同于大众传播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而是将公开批评和舆论监督作为自己的内在使命,在传播

属性上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在公共领域这个传播空间中,“公共传播”能够容纳不同利益主

体的政治诉求和多元声音,经过自由辩论和理性交往的方式达成社会共识,并通过公共意见形成的

“舆论气候”对公共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可见,“公共传播”是原生于“公共领域”的话语知识,它
寄身于国家权力机构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紧张地带,是不同社会力量进行自由民主协商和达成多元社

会共识的舆论空间。
(三)以“交往理性”为内在逻辑的传播观念

话语是系统地形塑言说对象的社会实践,对知识对象和认知主体能够产生规训性影响,需要我

们用批判性的思维方式来反思它的存在逻辑。 “公共传播”是发端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中的传播

形态,它的话语体系是以“交往理性”为内在逻辑的传播机制,寄寓了哈贝马斯等人对垄断资本主义

时期工具理性盛行的批判反思和民主向往。 “公共传播”假借自由主义模式下民主思想的表象体系,
所要解决的不仅是传播的垄断问题,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问题。 马克斯·韦伯对社会合理化

做出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元划分,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工具理性不断超越价

值理性而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工具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式微,进而招

致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社会合理性的批判和反思。 哈贝马斯不满足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等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面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将“交往理性”作为对抗资本主

义世界工具理性日益泛滥的“战斗宣言” 。 在此背景下,哈贝马斯为“交往理性”赋予了崇高的历史

使命,把它作为生活世界对社会系统的制约和再平衡,并将其视为重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合理性的

一次范式转型。 “交往理性”不再把反映和认识作为社会个体的行动哲学,而是将主体间性作为自我

持存的实践范式,强调沟通交往和社会协调,让多元话语在不受强制的规范语境前提下达成社会共

识[9] 。 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传播”虽然寄身于社会个体的“生活世界”中,但它的真正意旨却是要

对“社会系统”的行动结构施加影响,打破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垄断和控制,进而实现“社会系

统”与“生活世界”的和谐共生。 一言以蔽之,“公共传播”将“交往理性”视为自身传播实践的内在逻

辑,把信息交换看成不同主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媒介,让多元利益群体在共同的规范语境中充分讨论

和意见交锋,最终,不同社会群体在相互谅解和彼此承认中达成社会共识。
(四)以“自由协商”为价值追求的传播意旨

话语背后潜藏着言说主体的权力关系,涌动着言说主体的本能意志。 “公共传播”是发端于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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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模式下的传播话语,它的话语体系背后渗透着资产阶级市民群体追求“自由协商”
的传播意旨。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结。 换

言之,人们只有在社会行动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政治存在,进而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与文明的历史进

步[10] 。 近代以来,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伏尔泰、罗尔斯为代表的思想家纷纷对自由与正义展开了

论述,将自由协商视为一种“天赋人权” 和“社会契约” ,认为它内生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实

践,是资产阶级达成公意和获得真理的必要条件,这也奠定了欧洲市民社会中的自由主义传统。 作

为社会系统运行的表象体系,自由主义模式下的文化传统也深刻地形塑了传播思想的流变,“通过市

民之间不受限制的公共讨论而获得真理”已经成为自由主义模式下欧洲社会的哲学话语,并最终将

其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捍卫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法案中[11] 。 换言之,“公共传播”的出现是

资产阶级市民群体为了捍卫自由民主政治而做出的传播实践,背后承载着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与

推动民主进步的历史使命。 在此背景下,“公共传播”肩负着资产阶级市民群体维护民主权利、协调

社会利益与推动文明进程的社会愿景,暗喻了资产阶级市民群体要把“自由协商”作为传播实践的价

值追求。 詹姆斯·博曼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面临多元价值选择的文化困境,必须通过多元的主体沟

通与充分的意见交换,才能在自由协商的经验维度中汇聚共识与协同合作[12] 。 “公共传播”能够保

障市民群体获得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推动不同社会群体通过公共舆论空间表达自己的利益诉

求,让多元的社会声音在自由讨论与理性协商中达成共识。 进一步说,“公共传播”为多元的话语体

系开辟了一个“观点的自由市场” ,将不同的观念形态和价值判断包容在自身的传播实践中,让不同

的文明形态在包容共生中向前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传播”为资产阶级市民群体进行自由协商

创造了有利的现实条件,也为资产阶级社会滋生“刻板成见”与“乌合之众”埋下了思想伏笔,需要我

们在援引西方学术思想的时候予以鉴别和厘正。

二、知识生产:“公共传播”在中国语境下的话语重塑与范式创新

福柯认为,话语始终存在于历史中,具有自身的界限、断裂、转换和偶然性,有着明显的“非连续

性”和“去中心化”特征[13] 。 基于此,福柯总是倾向于把研究对象置于历史叙事的断裂处,关注话语

秩序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演变、派生与分支,进而打破历史宏大叙事对于话语体系的束缚,让人们在

多元的传播叙事中捕捉不同社会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 如果我们拉出一段历史的距离,用批判性的

眼光来看待“公共传播”的话语流变,那么“公共传播”的话语秩序始终是不连续的,它的话语体系和

知识构型也不可避免地发生“断裂” 。 在福柯看来,话语断裂是指话语秩序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发生的

急剧变迁,往往表现为经验秩序的间断和思维方式的转型[3] 。 “公共传播”的话语秩序溯源于 18 世

纪自由主义模式下的欧洲,如今再度活跃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中,面对社会制

度和时空环境的巨大差异,它的话语知识构型也发生了断裂性的更迭与变迁。 显然,“公共传播”的

话语知识构型已然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我们不能再拿 18 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公共传播”
话语来“套用”我国当下社会转型的传播实际,而是要将“公共传播”的知识生产与我国独特的传播

实践有机地联结起来。
(一)传播生态:从“市民社会”到“多重语境”
“公共传播”从 18 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模式下的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践中,它的传播生态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以社会契约论为底层架构的“市民社会”转变为

以现代化转型、国际化接轨和媒介化社会为特征的“多重语境” [14] 。 历史实践证明,“市民社会”是以

社会契约论为底层设计的制度假说,它虽然在 18 世纪的欧洲社会“昙花一现” ,但是很快就被淹没在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中,独立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的“市民社会”最终归于沉寂。 因此,我们在

将“公共传播”这个学术话语引入到我国的传播语境中时,不能用理想的尺度衡量现实的存在,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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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共传播”的理论内核与我国独特的传播生态相结合,进而更好地将“公共传播”的学术思想应

用到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传播实践中。 首先,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打破了计划经济主导下的产业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进一步巩

固了多元利益群体并存的社会结构,阶层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行业差别日益突出,来自不同利

益群体的社会诉求不断出现在传播的象征领域中,如何通过沟通对话和理性协商来调解多元复杂的

利益格局是“公共传播”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15] 。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化进程为改革开

放的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将我国推向了一个全球化的社会舆论场中,使我国的社会

问题面临更多外部传播风险的考验。 国际化的中国社会培育了社会公众的个体精神、权利意识和国

际视野,让更加多元的社会主体参与到传播议题的讨论中,来自政治之外的社会力量也加入权力关

系的博弈中,这也使得我国的公共权力场域充满了更多流动性、过程性和不确定性因素[16] 。 最后,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我国逐渐

步入一个媒介化存在的社会形态,信息的自由流通为意见的自由表达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网络媒体

的勃兴为社会公众赋予了更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话语权力,同时也解构了传统媒介的传播结构体

系,让公共空间的传播秩序开始呈现出多元性、去中心和社会化的特点[17] 。
(二)传播空间:从“公共领域”到“公共场域”
哈贝马斯基于 18 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模式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征,将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紧张

地带的“公共领域”发展为了“公共传播”的范畴空间。 然而,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国家

干预政策的加强,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破坏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赖以存在的市民社会基

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渗透消解了私人领域的独立特征,具有批判精神和公共意识的社会公众

逐渐被吸附到大众传媒普及的整合文化中,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公共领域最终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

浪潮下瓦解[8] 。 诚然,不管公共领域是否曾在自由主义模式下的资本主义社会真正出现过,它那充

满理想色彩和纯粹特征的学术话语都饱受其他学者的质疑。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不可能完全独立

在国家权力之外,普遍意义上的机会均等也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前提,从底层架构上摧毁了资

产阶级公共领域所依据的一切虚构[8] 。 我国学者基于我国现代化转型、国际化接轨和媒介化社会的

“多重语境” ,在充分吸收“公共领域”的合理性因素的前提下,将“公共传播”的范畴空间从“公共领

域”发展为“公共场域” ,普遍把多元主体参与、平等双向沟通、达成社会共识和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

作为“公共传播”的场域特征[18] 。 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是由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客观关系联结而

成的一个网络构造,同时也是不同社会力量基于资本占有而进行权力博弈的微观领域[19] 。 基于我

国社会发展的“多重语境”与媒介化社会的到来,我国的传播生态逐渐从传统媒体主导的“新闻传播

舆论场”走向多元开放的“公共传播舆论场” ,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人都可以在传播这个“公共场域”
中进行意见交锋和民主协商[20] 。 “公共场域”中的传播实践是权力关系博弈浮现出来的社会秩序,
是多元社会主体竞相参与的象征空间,人们不断通过信息和意见的“流通资本”来获取他人的理解与

承认,进而让多元复杂的利益关系和权力诉求获得有效的调解。 总之,从“公共领域” 到“公共场

域” ,是我国传播学者基于“多重语境”这个社会前提做出的“本土化创新” ,它立足现实,承认竞争,
去除了“公共领域”中的历史虚构成分,将“公共传播”与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结合起来,为
多元社会声音的自由表达和不同意见诉求的充分涌流开辟了现实意义上的传播空间。

(三)传播观念:从“交往理性”到“规范理性”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工具理性泛滥而提出的哲学范式,它强调主体间性和

社会协调,希望通过达成社会共识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和谐统一。 在哈贝马

斯看来,“交往理性”能够产生社会效力的内在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交往理性”能够让行动

者通过规范化的语境寻求沟通,进而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和协调社会行为;其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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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理性”能够通过公共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力,以公共意见的方式对管理权力施加影响,进而实现

“生活世界”对“社会系统”的有效牵制[9] 。 哈贝马斯的范式转型为现代社会的政治传播提供了一套

宝贵的借鉴方案,但他饱含理想色彩的学说体系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批评。 霍耐特认为,哈贝马斯

的“交往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程序上的理性,缺乏对价值理性和社会规范的关注,仅凭规范合理的沟

通对话难以达成实质性的社会认同。 马克思则认为,“交往理性”范畴下的人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

人,它否定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本能意志,进而掩盖了资产阶级机会均等面

具下的阶级本质[8] 。 我国传播学者基于我国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传播实际,在充分借鉴吸收西方

传播思想的前提下,进一步将“交往理性”发展为“规范理性” 。 “规范理性”的思想脉络来源于涂尔

干、帕森斯等社会学家,他们把规范语境作为社会世界的构成逻辑,强调参与者可以基于价值要求采

取一种符合规范的立场,进而通过合理的规范调节行为获得价值系统当中的范式意义[9] 。 在我国学

者看来,“规范理性”有两层意义:一是程序规范,强调公共传播过程的多元参与和理性协商,让每一

位社会公众都能参与到公共议题的讨论中,进而通过信息的交流、意见的交锋和关系的建立来达成

社会共识[21][15] ;二是价值规范,强调公共传播要符合公共利益和价值判断,将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

作为传播的出发点,把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作为自身的内在使命,着力通过传播改变人们的不

良习惯和行为,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道德感,进而增进人们的互利互惠和社会的公共之

善[22][23][14] 。 概言之,我国传播学者把“规范理性”发展为“公共传播”的内在逻辑,既吸收和借鉴了

“交往理性”的合理成分,又契合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现代化传播实践,这对于我国公共传播事

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传播意旨:从“自由协商”到“社会治理”
“公共传播”是社会系统运行的表象体系,也是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能动反映,它的传播意旨

与特定国家的制度前提有着紧密的联结。 我们知道,18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在机器化大生产和社

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虽然崇尚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但是生产资料私有

制和雇佣剥削劳动也注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24] 。 在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
“公共传播”为不同社会阶级开辟了一个表达利益诉求的公共舆论场域,让他们得以在交往对话和理

性协商中达成一定的社会共识,这对于缓和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 比较而言,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能够相互适应,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

对抗性的,如何有效解决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是“公共传播”面临的时代课题[25] 。 我国传播学者

基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提和社会转型中的多重语境,把“公共传播”的传播意旨从“自由协商”
发展为“社会治理” ,并将其应用到公共关系、公共卫生、公共政策、公共形象、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公
共事件、公共文化、公共舆论、公益广告、环境保护、社区实践和社会行动的传播实践中。 “社会治理”
凝聚了多元社会主体的智慧和力量,协调了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和声音,对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

个人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国家发展而言,“公共传播”增进了政府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的

交流对话,促进了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务的民主参与,化解了公共事件酿成的舆论危机,并且有利于政

府机构在社会中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26] 。 对于社会进步而言,“公共传播”有利于增进互惠互利和

公共之善,引导人们投身社会实践,积极参加社区和社会事务,以行动参与的方式推动社会的进

步[14][27] 。 对个人成长而言,“公共传播”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提高了人们的精神修

养和综合素质,培育了人们的健康生活方式,并不断引导人们的道德修养向好向善[28] 。 总之,“公共

传播”的传播实践离不开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提,解决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是我国“公

共传播”的内在使命,这也在传播层面上回应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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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力谱系: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多元利益格局与权力关系博弈

福柯在尼采权力意志的基础上,将谱系思想发展为了一种不止于方法论的权力哲学。 福柯认

为,话语和知识是在权力谱系中生产出来的,它往往表现为真理的形式,实际上是一种“发明”和“事

件” ,其背后潜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与不同的主体意志[29] 。 “公共传播”是我国传播学者基于特定社

会语境做出的话语创新和知识生产,是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在传播层面上的生动体现,必然受到我

国转型社会中多元权力关系博弈的制约。 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流动概念,它寄寓在社

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社会关系的网络中,以一种“调度” “计谋” “策略”和“技术”的方式发挥自身的

支配效应[1] 。 因此,我们要考察“公共传播”背后的权力谱系,就要透过传播这个“横断面”来深入把

握“公共传播”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洞察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格局和社会关系

网络,进而从权力谱系上捕捉行为主体与传播表象之间的内在关联。 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主导

下的“整齐划一”局面,催生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阶层化的社会结构,让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

与声音都希望能在公共传播场域中自由流通和相互竞争,进而通过传播空间这个象征领域获得自身

的利益实现与社会生产。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多元利益格局

“公共传播”是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传播形态,背后承载的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力

关系和利益诉求,它的勃兴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形成的多元利益格局有着紧密的联系。 改革开放

之前,计划经济主导下的经济体制将指令性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虽然它有效避免了市场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浪费和恶性竞争,但是也影响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社会利益

格局呈现高度统一化的局面[30]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绝对主导局面,让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更灵活的分配方式都参与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来。 在我国不断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生产关系层面上的

变革催生了生产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进而导致新的利益群体出现和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31] 。 随着

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的利益群体日益变得多元而复杂,除了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

分子、事业单位和公务人员外,以私营企业主、个体户、创业人员、外资企业人员、中介组织人员和自

由职业人员为代表的新兴利益群体也逐渐走向社会的舞台,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力

量。 利益主体的差异化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一方面加强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分工,激发了他们在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造成收入和分配上

的差距,致使收入差距、行业差距、群体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成为日益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注

的矛盾问题。 面对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诉求,我们需要为不同社会主体提供利益公开表达的

信息渠道,让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以在社会这个舆论空间中获得承认和理解,通过人民内部的方式解

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进而推动民主决策的科学化和社会行动的协调性[32] 。 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纷

纷将“公共传播”视为解决多元利益群体诉求的传播之道,为它赋予了“多元参与、平等对话、理性协

商、达成共识”的社会内涵,并将其与公共关系、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秩序等具体的社会议题结

合起来,希冀它能在多元复杂的利益格局下更加有效地解决这些日益凸显的矛盾问题。
(二)社会结构变迁与权力关系博弈

不断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催生了多元化的生产主体和利益格局,这也在生产关系层面上推动了

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关系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结构与计划经济主导下的经济

制度和分配制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集中反映和呈现出相对同质化的社会结构体系[33] 。 改革开放

后,经济体制改革让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也参与到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培育了更加多

元化的市场主体和利益关系,催生了私营企业主、个体户、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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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致使我国的

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 显然,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与作用日益凸显的市场经济有着紧密的关

联。 市场经济的活力激发了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在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中迅速成长为一

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在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阶层具有更强的市场观念,他们崇尚自由竞争

和规则意识,善于运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利益问题,并且不断在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

中强化自身的群体归属和权利意识。 诚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多元利益

格局也让以经济利益为维度的社会阶层分化变得更加明显,并伴随着社会离散、社会脱序、社会失范

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产生,进而导致社会关系不断走向阶层化、多元化和复杂化[31] 。 在福柯看来,
权力关系寄生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关系的阶层化必然带来权力关系的博弈化。 面对我国不断向

现代社会转型的“多重语境” ,不同的社会阶层都会基于自身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判断,在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形成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进而在符合社会规范的语境下与其他社会

阶层进行互动和博弈。 “公共传播”作为多元话语的协调机制,它让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声音在

公共传播场域中得以自由表达,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够通过信息传播这个流通资本进行意见交锋,
进而让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在公共传播舆论场中能够得到有效的调解。

(三)传播格局补位与象征秩序重构

社会转型背景下,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阶层化让我国的社会关系充斥着更多不确定

性因素,也让不同社会主体之间面临着更加多元复杂的利益关联和权力博弈,如何通过传播来解决

这些问题日益成为我国学者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 早在 1994 年,江小平就从学科分支的视野提出

了“公共传播学”的理论架构,将其作为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和社会传播学的补充和

完善,为国家进行社会治理和社会稳步健康发展提出了新的传播方案。 进入新世纪,“公共传播”日

益受到我国传播学者的重视和青睐,人们为它赋予了更加多元开放和理性协商的传播内涵,并将其

与公共关系、公众舆论、环境卫生、科教文化等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议题结合起来,不断把“公共传

播”建构成了“我国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 “公共传播”的学术构想架接了多元复杂的利益关系

与日益革新的媒介现实,把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象征秩序统一在“公共传播”的信息框架中,进而让

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阶层化的社会结构能够在“公共传播”这个象征空间中得到有序的再现。 “公共

传播”不仅能反映社会现实,还能对社会现实进行象征再生产。 “公共传播”本身就是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社会元素,具有明显的利益指向和社会属性,能够在象征意义上调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

益关系和影响社会系统中的资源配置[31] 。 “公共传播”作为多元利益格局下的社会表象体系,本身

就是社会权力关系博弈的能动反映,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实现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反作用。 因此,
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主体都会把“公共传播”作为利益实现的公共场域,利用社会赋予自身的话

语资本竞相参与到舆论市场的博弈中,进而通过达成共识和影响决策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

化。 一言以蔽之,“公共传播”内生于我国多元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分化的社会现实,它既是对原有

传播格局的补位,又是对社会象征秩序的重构,并不断通过多元话语博弈的方式调解不同社会阶层

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促进社会系统的再生产与社会结构的再平衡。

四、现实规训:“公共传播”实践对现实社会的再生产与再平衡

“公共传播”是我国传播学者援引西方传播思想做出的学术创新,它立足于我国现代化转型、国
际化接轨和媒介化社会的“多重语境” ,受制于我国多元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分化下的权力关系博

弈,必然会在自身的传播实践中对我国的社会现实产生多元维度的影响。 福柯认为,权力关系的运

作能够将知识转化为真理,而真理又能够协同权力对社会现实进行规训,先于一切经验把某种意志

强加在认知主体身上[6] 。 “公共传播”是在我国利益格局多元化的社会权力关系博弈中催生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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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知识” ,它的话语体系渗透着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权力意志,弥散着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关

系,并不断通过“制造真理”的方式在象征领域对社会现实进行“规训” 。 在福柯看来,“规训”是一种

特殊的权力运作模式,是各种手段和技术的集合,它包含了一系列工具、技术、程序、运用层次和目

标,旨在微观层面上把言说对象形塑成特定的知识客体[1] 。 “公共传播” 重新定义了传播的参与主

体、场域空间、内在逻辑和传播意旨,并将传播活动与公共关系、公共舆论、健康医疗、科教文化等具

体的社会议题结合起来,赋予了传播实践更大的社会想象和形塑空间,让它得以在多元的象征维度

中对现实社会进行“规训” ,在微观层面上推动社会治理不断走向协同化、生活世界不断走向独立化

和媒介素养不断走向批判化。
(一)社会治理不断走向协同化

“公共传播”是我国传播学者基于利益格局多元化和社会结构阶层化的现实语境而提出的学术

话语,它的传播实践呼应了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时代命题,必然会对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治

理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公共传播”为社会治理开创了新的实现路径,让多元社会主体都能在

传播这个公共场域中献言献策和民主协商,有效避免了过去社会管理中出现的“失灵”问题。 随着移

动互联网的普及和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公共传播”加深和拓展了媒介与社会的连接维度,在增强

社会成员话语权、改善社会互动与沟通方式、提高社会组织与动员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推动

社会治理不断走向协同化。 首先,“公共传播”为多元社会主体开辟了一个意见自由表达的公共场

域,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在这一空间公开表达自己的社会声音和利益诉求,让人们手里的“麦

克风”有效地发挥了行动上的效力,在客观层面上提高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话语权。 其次,
“公共传播”为人们的社会行动赋予了更多理性元素,让人们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注重遵守程序规范和

价值规范,主动谋求理性协商而不是情感宣泄,自觉维护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进而

基于相互谅解和价值认同来达成社会共识。 最后,“公共传播”以解决社会问题和协调利益关系为契

机,将政府机构、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企业、公众等多元社会主体凝聚到一个特定的公共传播空间

中,增强了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协调与行动效能,有效地提高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力

和行动力。 总之,“公共传播”调动了不同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和行动力,提高了不同社

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让社会治理在多元利益群体的协商共治中不断走向协

同化。
(二)生活世界不断走向独立化

“公共传播”作为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在公共场域中重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逻辑,重构

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行动边界,让寄身于社会维度中的生活世界不断走向独立化。 胡塞尔是第一位

提出“生活世界”命题的思想家,他把“生活世界”界定为通过知觉可以被实际地经验到的世界,它既

包括经验层面上可以被我们感性把握的客观世界,又包括意识层面上可以被我们理性认知的意义世

界[34] 。 哈贝马斯进一步发展了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并把“交往行为理论”引入到“生活世界”
的学说体系中,从社会学的视阈重新界定了“生活世界”的学术内涵。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是相

对于社会系统而言的,它包括作为知识储备和意义阐释的文化、作为行为规范和关系调节的社会、作
为交往互动和参与理解的个人,从本体论意义上形塑了社会系统的运行逻辑[35] 。 然而,随着科学技

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合理性不断吞噬了我们的实践意识,生活世界中的交往理性逐

渐被社会系统中的工具理性所吸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要求我们重新反思生活世界对于社会系统

的独立性。 “公共传播”为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企业、公众等多元社会主体开辟了一个独立的公共传

播空间,让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民主协商中,赋予了社会互动更

多“交往理性”的内涵,让生活世界得以在客观层面上保持自身对于社会系统的独立性。 一方面,
“公共传播”将理性沟通和平等协商作为传播实践的价值准则,让多元社会主体都能在公共传播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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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由表达意见和理性协商对话,通过交往互动达成社会共识,进而维系生活世界的“原初意志”和

“实践本质” 。 另一方面,“公共传播”将社会治理作为架构在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传播通道,
并通过多元参与和民主协商的制度设计保证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让生活世界的多元声音和社会

共识能够对社会系统产生强有力的制约和影响,进而实现生活世界对于社会系统的本体论意义。 因

此,“公共传播”不仅是着眼于社会治理的传播实践,它还在微观层面上形塑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推动

生活世界不断对社会系统产生更大的反作用,让生活世界逐渐通过理性交往的实践方式走向独

立化。
(三)媒介素养不断走向批判化

媒介素养是人们将信息表征与现实世界联结起来的社会能力,它是一个多维度和多面向的概

念,意指人们在媒介使用、信息检索、事实甄别、传播表达和价值判断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使用、理解

与反思能力[36] 。 随着传播环境不断进入“后真相时代” ,媒介化社会的传播秩序越发受到外界因素

的影响和制约,“事实”和“真相”不断变得扑朔迷离,“立场”和“态度”也容易受到情绪的波动,对传

播主体的媒介素养也提出了更大的考验。 在此背景下,媒介素养的批判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它不是

被动地接受媒介表征的信息图景,而是主动地对媒介信息进行批判性反思,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视阈来把握信息符码的生产机制,进而发展出信息图景背后的象征逻辑[37] 。 “公共传播”基于自

身的传播特性和实践逻辑,在多元话语交锋、理性交往协商和价值规范取向三个方面对传播主体的

媒介素养产生了批判性影响。 首先,“公共传播”让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传播话语得以在公共舆论场

中进行自由博弈和意见交锋,进而让人们从更加多元的视角和维度来把握社会现实,避免了人们因

为选择性信息接触而造成的“刻板成见”和“盲目信服” 。 其次,“公共传播”把理性沟通和民主协商

作为自身的传播逻辑,鼓励人们积极主动地与他人进行沟通对话,寻求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谅解和

价值承认,而不是基于自身主观立场盲目地进行情感宣泄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他人进行无端指

责。 最后,“公共传播”把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作为自身的价值规范,把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作为媒

介素养的内在要求,强调传播的意旨在于解决社会问题、调节社会关系和维系社会信仰,让人们在传

播实践中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和维护公共利益最大化,不断在自身的传播实践中培育正确的价

值取向。 总之,“公共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多元面向的传播视角,构造了理性协商的交往逻辑,奠定了

社会规范的价值取向,在客观上培育了人们的主体精神和反思意识,进而推动人们的媒介素养在多

元而又规范的语境下不断走向批判化。

五、结语

“公共传播”是我国学者援引西方传播思想所做出的学术创新,它的知识构型内生于我国利益格

局多元化和社会结构阶层化的现实语境,它的传播实践也回应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方

式的时代命题。 我们在对“公共传播” 进行学术创新和知识生产时,既不能用西方的传播思想“套

用”我国的传播实际,也不能用理想的范式尺度“衡量”现实的传播实践,而是要立足于我国独特的

制度土壤和传播生态,不断将它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社会语境结合起来,推动“公共传播”在我

国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诚然,18 世纪欧洲自由主义模式下的传

播思想为“公共传播”的学术创新提供了厚实的理论渊源,成为我国传播学者从逻辑演绎上推导“公

共传播”的理论预设,但是它那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学术思想也受到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我们

要警惕“公共传播”背后的偏见汇聚、价值脱序、社会失范等问题,努力辨别“公共传播”在“应然”与

“实然”之间的区别所在,着力弥补二者在现实社会中的差距与不足,用理想的星空指引人们追求

“公共传播”的现实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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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communication"
 

is
 

an
 

academic
 

innovation
 

made
 

by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with
 

the
 

way
 

of
 

citing
 

western
 

communication
 

thoughts. It
 

is
 

based
 

on
 

the
 

unique
 

practice
 

of
 

socialist
 

modern-
ization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d
 

responded
 

to
 

the
 

era
 

proposition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in
 

an
 

all-round
 

way. Based
 

o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f
 

Michel
 

Foucault's
 

pow-
er-discourse

 

theory,this
 

paper
 

has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discourse
 

shaping,pow-
er

 

pedigree
 

and
 

practical
 

discipline
 

of
 

"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our
 

country
 

by
 

using
 

the
 

method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
 

and
 

genealogy. The
 

academic
 

thought
 

of
 

" public
 

communication"
 

can
 

be
 

traced
 

back
 

to
 

Europe
 

under
 

the
 

liberal
 

mode
 

in
 

the
 

18th
 

century. Its
 

knowledge
 

structure
 

is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ecology
 

assumed
 

by
 

the
 

system
 

of
 

" civil
 

society" ," public
 

sphere"
 

as
 

the
 

field
 

of
 

communica-
tion

 

space,the
 

communication
 

concept
 

of
 

"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as
 

the
 

internal
 

logic
 

and
 

the
 

communi-
cation

 

purpose
 

pursued
 

by
 

the
 

value
 

of
 

" free
 

negotiation" . Restricted
 

by
 

the
 

diversified
 

interest
 

pattern
 

and
 

hierarchical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public
 

communication"
 

has
 

been
 

quoted
 

from
 

Europe
 

to
 

China. Its
 

discourse
 

system
 

has
 

broken
 

its
 

sequence
 

in
 

China's
 

communication
 

practice,and
 

its
 

knowledge
 

structure
 

has
 

also
 

changed
 

its
 

paradigm
 

in
 

China's
 

discourse
 

change. The
 

knowl-
edge

 

production
 

of
 

" public
 

communication"
 

has
 

produced
 

the
 

multi-dimensional
 

" discipline"
 

to
 

the
 

real
 

so-
ciety

 

of
 

our
 

country,which
 

promoted
 

the
 

social
 

governance
 

of
 

our
 

country
 

to
 

be
 

collaborative,the
 

life
 

world
 

to
 

be
 

independent
 

and
 

the
 

media
 

literacy
 

to
 

be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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